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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与“丢失大陆”:失败者怎样书写历史

———兼谈国民党文宣系统的“曲释”操作

刘 晓 艺

摘　要: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关键事件,也是国民党在大陆最终溃败的远因之一.国民党作

为一个“失败的政府”,在播迁台湾后需要对民众和友邦作出一个有关“丢失大陆”的历史交代,于是其文宣

系统运作出台了«苏俄在中国»一书.在其成书过程中,由于西安事变不能绕过,蒋介石亲笔写下了有关这

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八页意见.将蒋氏手稿与成书后的«苏俄在中国»进行比较,结合蒋氏希图用文字彰道、

明德的成贤作圣心态,我们可以鉴知,当面对以蒋氏第一人称来落笔的文本时,为何国民党文宣尤需用“曲

释”操作.探研陈布雷、陶希圣等蒋氏文胆的个人生平,我们亦可窥见他们身为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在

文宣“曲释”生涯面前的选择困境.对照德国文化历史学家沃尔夫冈施伊费尔布什所构建的有关失败文

化的范式,我们在此以蒋氏及其政府文宣系统的历史书写———既包括“丢失大陆”这样的致命失败,亦包括

西安事变这样的重大失败———为例,揭橥失败者在生产历史纪录过程中的种种复杂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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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皆知,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令其文胆陈布雷为他撰写了一部«西安半月记»,又名«西安蒙难

记».这部书(以下称«半月记»)的写作形式,蒋氏已经在“引言”中承认,乃是“爰检取当时日记,就一

身经历之状况与被难中之感想,略托其概以代口述”① .而捉刀人陈布雷也尝在他本人的日记中记

录,«半月记»乃是他于１９３７年阴历元旦,在杭州“辟室新新旅馆”,并且由其妹夫兼秘书翁祖望② 前来

“助余缮写”方告完成③ ,这个写作过程对于陈布雷来说是无比痛苦的④ .陈布雷为蒋氏打造的«半月

记»不能被当作信史,但我们不能说它是无价值的史料,其价值在于它折射出蒋本人对西安事变演进

过程的视角、价值判断及国民党文宣系统对此一事件的重构重叙的需要.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Historyiswrittenbythevictors)”这一表述,一般认为出诸英国“二战”

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之口,专门收集名人格言的“思在网”就把它列为丘吉尔名言之一⑤ .但这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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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陈琏、女婿袁永熙有“共党嫌疑”.陈布雷大殓之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派翁郁文专程去南京安慰表姐陈琏,其后,袁、陈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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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出处之不明晰也是历史学界所共知的事实①.丘吉尔此言的灵感被认为是来自纳粹“盖世太保”首
领赫尔曼戈林(HermannGöring)的“我们要么在历史上被当作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家,要么被当作

最可耻的恶棍”②,如果这种说法是真的,那么该格言就以极为吊诡的方式自证其非了.失败者当然

参与历史书写,这是毋庸置疑的.有的时候,在一些极端的例子下,人类流传下来的历史,反而是以

失败者的叙述为主流的、甚至是仅存的版本.如１４５３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拜占庭帝国的一批希腊

学者出逃到了西方,留下了大批有关奥托曼帝国残暴史的记录.“奥托曼残暴论”时至１９世纪二三

十年代希腊独立战争前,还被“希腊启蒙运动”(GreekEnlightenment)的知识分子使用作推翻土耳其

人统治的宣传工具③.
失败者的历史书写,分为个体的(Individual)、集体的(Collective)和政府的(Governmental)三

种.个体的如前面所提及的戈林,他在临自杀前曾写给丘吉尔一封信,但直到很久之后才被披露④;
又如明清鼎革后大批反清汉族知识分子写下的回忆录«扬州十日录»、«明季南略»、«江阴城守纪»、
«扬州城守纪略»等,它们中的大部分直到清末排满运动兴起时才重见天日.集体的情况比较复杂.
美国南北内战后,原属南部邦联(Confederacy)的南方白人———不仅仅是前奴隶主阶层———普遍感到

一种失败情绪和对战前“旧日南方”(ante bellumSouth)世风和光景的怀念,这种广泛存在的社会

心态被表达为“败局命定”(LostCause),它在南方人身上的具体外在表现为:对南方价值的固守,对
南方精英人物的赞美,将蓄奴导致战争的起因尽量轻描淡写,希望其子孙后代能够阅读到与联邦版

本不同的南方史和内战史等等.在这样的集体社会心态下,美国南方兴起了一场“败局命定”内战史

写作运动.“南方历史学会”(SouthernHistoricalSociety)由原南军少将 DabneyH．Maury于１８６８
年赞助成立,它的刊物专门发表从南方民众、士兵、政治家视角出发的历史回忆文章,事实上,就连

“LostCause”这个名词,最早虽是由历史学家EdwardA．Pollard研究南方战后社会的同名书籍提

出的⑤,却是被南军将军JubalA．Early发表在“南方历史学会”上的数篇回忆文章叫响,并最终被铸

造成切中几代南方人集体心理的一个风行词汇.而１８８９年成立的“邦联退伍老兵联合会”(United
ConfederateVeterans)也在几年后开始拥有自己的月刊«邦联退伍兵»(ConfederateVeteran),它的

发行量和刊物质量都非常高.这两则例子可以代表失败者历史书写的“集体”模式.
失败政府的历史书写更为复杂,这是因为失败的政府可以存在有多种形态和模式.粗略划分一

下的话,它们可归为三种:一、失败后换届的政府,如在林登约翰逊任上,越战败局已定,但彻底的

停战和撤军要到尼克松任上才发生;中国历史上在不更替朝代的前提下产生的皇权易手,不管是由

于皇族内部的杀戮如唐太宗之代唐高祖、朱棣之代建文,还是外族入侵如宋高宗之重续宋祚于临安、
晋元帝之重续晋祚于建康,都可归入这一类.二、失败后更换政体/政权的政府,如普法战争导致法

兰西第二帝国下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登场;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导致德皇威廉二世退位,魏玛

共和国成立;如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改朝换代的情形.三、失败后不更换国家首领和政体的政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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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sincompetitionandconflict:mechanismsoflinguisticevolution,”TheInternationalSchoolsJournalvol．３４,no．１
(２０１４)．

戈林原话为:“Wewillgodowninhistoryeitherastheworldsgreateststatesmenoritsworstvillains．”出自他１９３７年的一

次讲话.引自 GerrySimpson,GreatPowersandOutlawStates:UnequalSovereignsintheInternationalLegalOrder(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４),２９１．
RaphaelDemos,“TheNeo HellenicEnlightenment(１７５０ １８２１),”JournaloftheHistoryofIdeasvol．１９,no．４

(１９５８):５２３ ５４１;PaschalisM．Kitromilides,EnlightenmentandRevolution:TheMakingofModernGreece (Cambridge,MA:

Harva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３)．
维基说“Retrieved２８ ０７ ２００９”,但其他的引用网站说此信最早发表在TheAmericanMercury 杂志１９７７年秋季刊,但不

幸该杂志已经停刊.http://www．vanguardnewsnetwork．com/２００６/０５/goerings letter to churchill/

EdwardA．Pollard,TheLostCause:ANewSouthernHistoryoftheWaroftheConfederates (EBTreat& Company,

１８６７)．



英国在疯王乔治三世手里“失去美洲”①,日本在昭和天皇手里打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英国、日本

的君主立宪国体并未改变②,故此国家首领仍然为原来的君主.无论是换届还是更换政体/政权,新
的当权者/胜利者/既得利益者不会、也不需要为过去政权的失败而背负历史包袱,通常的情况下,现
政权正好可以藉历史书写把此前造成本国积弱的大灾难或大失败都归罪于前政权.国民党政府的

情况比较特殊,以大陆易手的性质而论,它应该被归为第二类;以它自身在播迁台湾后仍保持有政体

的完整性和政府首领统治的持续性而论,它又可以被归入第三类.
在现实政治的运作中,政治家们总是需要使用职业公关人员来帮助他们推出自己的观点、政策,

有时候,他们会求助于公关业为他们刻意打造亲民的形象③.在西方民主语境中所称为“公共关系”
(PublicRelations)者,在中国政治语境中往往称为“宣传”(Propaganda).蒋介石无论在大陆阶段还

是在台湾阶段,都一向会在宣传领域启用素有人文修养和文字能力的高级幕僚为他撰写重要的文

告、自传、政治理论和国际关系论著.借用今天在人文体系内已经成为一门学科研究的“公共关系

学”的专业术语,我们不妨说,蒋氏的代笔文胆们颇类于今日欧美政坛专门应对公关信息发布的一类

政治顾问,贬义的英文叫法为SpinDoctors.Spin原义为“纺纱”或“旋转”,但用作棒球术语时,专指

投球手掷出意图骗过对方击球手的曲线球.在美国俚语中,Spin有欺骗的意思.用在以文字发布为

主的政府公关领域上,Spin这个词的中文可以译作“曲释”.
以一个长期政权的失败经历而言,它在致命失败之前往往还会有若干重大失败,这些重大失败

又往往是导致它致命失败的远因.对国民党政府来说,“丢失大陆”是它的致命失败,“西安事变”是
它的重大失败之一,则它在进行历史书写的时候,这两大事件是无论如何不能绕开的.

那么,蒋介石可曾在«半月记»付梓之后,再次对西安事变有过深刻反思? 在他的心目中,是谁挑

起了这场举世震惊的事件? 事件背后有无中国共产党或共产国际的精心策划? 如蒋介石能够诿过

的话,张的过错占几分,其他人的过错又占几分? 除了张、杨与中共方面的力量,他是怎样看待其他

卷入了这场事变的势力? 他对西安事变的看法,是否曾随着时间的推移起过变化?
笔者因个人机缘,得见一份蒋介石写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有关西安事变问题的手稿,共八页.

以其长度和周详程度论,这八页手稿可以相当全面地代表蒋介石在事隔多年后对西安事变的再思

考.而这八页的内容,又经过国民党文宣系统的操作,被编入了以蒋介石名义写作的«苏俄在中国»
一书.本文的目的,除了披露蒋氏这份原始手稿,给西安事变这个“罗门生”事件再添一块来自蒋氏

个人视角的拼图板之外,更想藉互参该手稿与成书后的«苏俄在中国»的“西安事变”部分来作具体的

考量,当面对“西安事变”、“丢失大陆”这样重大历史事件的书写时,国民党文宣系统是怎样使用“曲
释”的具体手段来进行自我辩解(Self justification)的.

随着«蒋介石日记»在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的解密,史学界迎来了一面可以用来检视中国近代

史的新视窗.特别是２００７年４月２日以后,蒋介石日记中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４５年的手稿得到公开,由于

学者们的传抄,我们得以看到“手稿本”中有关西安事变部分的全貌④.对照«半月记»来看,我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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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三世:美洲最后的国王»一书的作者认为,尽管他在美国饱受憎恨,尽管国内的辉格党和激进派都在努力涂黑他,但乔

治三世因为他的勤勉和虔诚,即使在他统治的后半段亦即“丢失美洲”之后,仍然受到英国人民的广泛爱戴.JeremyBlack,“ReputaＧ
tionsandComparisons,”GeorgeIII:AmericasLastKing (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６),４１１ ４３８．

普利策获得主、MIT教授约翰道尔的«拥抱失败»一书,其第九到第十一章都是阐述天皇的角色定位和日本天皇制民主的营

建的.作者总的观点认为,正是由于麦克阿瑟的庇护和东条英机、重光葵、木户幸一等人甘当“盾牌”,致使天皇在二战中的侵略角色

未被认真追究.JohnW．Dower,EmbracingDefeat:JapanintheWakeofWorldWarII (NewYork:W．W．Norton,２０００)．
LaurieOakes,OntheRecord:Politics,PoliticiansandPower (Sydney:HachetteAustralia,２０１０),１９１．
台湾学者刘维开２００３年于«近代中国»杂志上发表了他所整理的蒋氏西安事变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

员周天度在斯坦福手抄了蒋西安事变日记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０日至１２月３１日段,共２２天,与其同事整理后发表(见周天度、孙彩霞:
«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百年潮»２００７年第１０期).但周之所见仍不是原件,而是从缩微胶片还原的复印件,有些字句被油墨遮

盖,无法辨认,遂以“□”替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景忠在编辑«蒋介石家书日记文墨选录»时,核校了两个版本并尽

量补足了脱漏,本文所使用的蒋氏日记即来自曾景忠:«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蒋介石家书日记文墨选录»,北京:团结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现,“手稿本”中存有«半月记»中所没有的某些重要内容①.
胡佛图书馆所藏之蒋介石«日记»,学界称“手稿本”或“原稿本”,其珍贵的历史价值,与“仿抄本”

(抗战期间,蒋介石令秘书俞国华按原样抄录,目前大陆有少量保存)和“类抄本”(蒋介石的老师毛思

诚按«曾文正公日记类抄»体例分十类摘抄而成,字句有润色、美化蒋介石之处,现存大陆)自然不可

同日而语②.作个横向类比的话,蒋氏日记的“手稿本”,有类于«半月记»的底本,而“类抄本”则类于

«半月记».在此文中,笔者亦希望能够藉互参蒋介石原始日记与«半月记»的文本,来解析探讨蒋介

石取用第一人称书写历史时的心态问题.笔者提出,蒋氏在有关他本人的自传类写作中———无论是

他自己亲自执笔还是令他人代笔———心理上都持有“彰道、明德”的理学圣贤诉求.接着,笔者将以

陈布雷和陶希圣为例,来探讨文宣“曲释”生涯在思想、情感、人格方面带给蒋氏高级文胆的多重折

磨,并分析他们之所以会产生弃世之举和严重精神衰弱的原因.最后,笔者打算对照德国文化历史

学家沃尔夫冈施伊费尔布什(WolfgangSchivelbusch)在他的«失败文化:关于国家的重创、悲悼和

复兴»③一书中所构建的有关失败文化的范式,来探讨蒋介石及国民党文宣人员作为历史的失败者,
在书写“丢失大陆”时的复杂心理机制及更多的现实原因.

一、蒋介石有关西安事变意见的八页手稿

１９５５年冬,已经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嘱其御用文胆陶希圣再撰书,以辩明国民党在国共之争中失

败的底因是由于苏俄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侵染.这部原定名为«和平共存»的书稿,于１９５５年底开写,
写到四万字时送呈蒋介石,蒋氏读后,心潮起伏澎湃,不断提出新的建议和指示,陶于是奉示补写,加
入约三万字,蒋介石的其他文胆后又补入约三万字,这一稿遂扩充至十一万字.再后来,蒋介石自己

亲自投入批阅增订的工作,凡四个月不舍昼夜,而陶氏与众文胆日夜随侍左右,每闻天听,即忙揣上

意进行文字上的添改,故此书最后完稿时,已膨胀至十八万字.而此书于１９５６年底推出时,书名也

改作«苏俄在中国»了.
以上就是陶希圣参与«苏俄在中国»一书的写作的始末.业师陶晋生、鲍家麟教授是陶希圣诸多

子媳中专治史学的两位,陶氏身后将他的很多资料留给了他们,因此笔者也有缘见到陶氏档案的一

部分④.在陶氏档案中,有一种“极密”件,乃是一种打有红戳“极密”二字、来自１９５０年代蒋介石“总
统府”的机要文件,它们是在«苏俄在中国»成书过程中,由蒋“总统府”秘书们综合蒋介石其他文胆有

关此书二稿的意见,再添加上“外交部”人员的建议,录下来以备陶希圣继续修改写作之用的.笔者

作为鲍家麟教授的助手和博士生,曾帮她梳理过若干陶氏档案,并曾合撰«陶希圣与“极密”件»一文,
发表于台湾«传记文学»第９５期.

陶氏档案中有整整八页纸的蒋介石手稿,写在左下方印有“总统府”三个小字的竖格五行专用便

笺上,都是关于西安事变的意见,蒋介石之所以大费周章,亲自写作有关西安事变的意见,应该是由

于在«苏俄在中国»的写作过程中,他对于代笔人陶希圣隔靴搔痒式的文字实在无法感到满意,因此

４ 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例如,«半月记»中始终否认蒋曾对张、杨作出过任何允诺或让步,更无中共调停、介入的记录,但«日记»则有关于蒋介石与

周恩来在西安会晤的情况,１２月２５日记有与周恩来的第二次会面,周提出希望要蒋表态“以后不剿共”,又表示中共愿意答应蒋介石

的要求,让红军接受中央指挥.蒋介石则明确表示,以后对红军不但不再进剿,且可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等等.
蒋介石日记有手稿本、仿抄本和类抄本、引录本等几种类型.胡佛研究院开放的蒋介石日记绝大部分由蒋介石亲笔书写,

可以称为手稿本或原稿本.蒋从早年起已陆续命手下照日记原样抄录副本.抗战时期,蒋介石离开重庆出巡,为了防止遗失,有部

分日记由秘书俞国华抄存.由于这两种本子从内容到格式和手稿本都一模一样,因此可以称为仿抄本.这种仿抄本,大陆保存少

数,胡佛研究院保存多数,自１９２０年至１９７０年,中缺１９２４年、１９４８年、１９４９年.杨天石:«蒋介石日记的现状及其真实性问题»,«蒋
介石日记解读: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WolfgangSchivelbusch,TheCultureof Defeat:OnNationalTrauma,Mourning,andRecovery (New York:Henry
Holt,２００３)．

陶、鲍二师均为笔者在亚利桑那大学读书时的导师,遗憾的是他们的婚姻经过四十年而仳离.



决定亲自下笔,从记忆深处再次发掘、追忆这场震惊世界的军事政变(CoupDetat).
我们都知道,蒋介石批阅公文,终生都使用毛笔,不以写作字数之长短而易;他的书法风格,一般

情况下是清正、劲敛的,但他这八页手稿却有不少潦草涂抹处,尤以第二、三页为多.蒋介石先成其

文,凡有自视为措辞不妥处,则涂抹之,有时涂抹之后,又用三角形的“△”记号再标画回来,往往一句

之中,同时有反复涂抹和恢复.其添加之文,则多写在稿纸右侧,那五行便笺纸的边格空白本已不

裕,故他将字体缩小挤入,而有时,这些添加文字又需被添入内容,于是那些作为“添加的添加”的文

字就写得更小、更草、更不可辨了.幸得业师鲍教授本擅书法,对草体极熟稔,经她的慧眼辨认,这份

蒋氏手稿才得以不缺一字地还原出来.
按页排列,这八页手稿的内容如下:

蒋介石手稿(第１页)

　　[不知何人笔迹]我们终于无条件的脱险回京,[蒋介石毛

笔笔迹开始]但是这件轰动世界事变的真相,到了事后才得完

全明瞭.此事的主动者仍是张学良的本身,而并不是共产党策

动的,且在事前可说与共党并无直接关系.不过当时共党勾结

张学良已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其与张之关系自然到了相当的

[以上第１页]程度.因为他们在西安勾搭,恐被中央发觉,故

张与共党商谈,多在陕北的延安.而其在西安为共党作宣传、
反动煽惑军心的,是共党外围组织,而其中最主要的关键,是所

谓第三党与救国会议,他以中立主义者名义在西安对张学良及

其左右竭力施展其包围挑拨,发动攻心战术,时时予张学良以

不断的刺激.到了最后,张乃以其剿共与抗日的矛盾心理之弱

点,[以上第２页]竟被其攻心战术所突破,就情不自禁的发动

蒋介石手稿(第２页)

叛变 了.据 张 自 述,其 当 时 处

境,因为事变以及对我八项要求

自知无法实现,而重新用胁制手

段已无法得售,又以南京下令讨

伐,更觉情势一发不可收拾,乃

于第三日接共产党来西安商讨

合作,参加其所谓东北军、西北

军杨虎城与共产军三位一体的

委员会,于是至此,西安事变乃

完全变质.而共产党至此亦才开始利用这个良机了.[以上第３
页]我记得当时有一位记者张季鸾来华清池见我,谈及陕北共党

与东北军勾结的消息,又谈到社会上“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空

气,弥漫着整个西安,感觉这个问题甚为严重,问我意见如何.我

对他说,一致抗日是中[以上第４页]央一贯的目的,但是大家应

知,共党乃以“停止剿共”为其唯一目的,而其所谓“一致抗日”,不

过是其过渡的手段而已.今日吾人不能不加以研究的就是如何

乃可使共党真能一致抗日的问题.我又对他说,你是陕北人,又

是记者,你亦必得到陕北消息,[以上第５页]张学良与共产党在延

安,面商一致抗日、停止剿匪的消息.他突现惊骇之色,反问我,
“你真已得到这个情报么?”“你们报馆主笔,应该将这个意思,彻

底阐明给一般社会了解.”他说,“可否将你意思明告在西安[以上

５“西安事变”与“丢失大陆”:失败者怎样书写历史———兼谈国民党文宣系统的“曲释”操作



第６页]的一般将领呢?”我答道:“当然是可以的.应该要使他们警觉才行.而且我亦就要在西

安召集一般将领开会,来讨论这个问题了.”后来西安事变发生时候,«大公报»亦就将我上述的

意思警告了张杨.这是在西安事变二星[以上第７页]期以前的事.现在回忆,更增感慨.至于

事变以前,在西安作反动宣传,进行策反工作的,亦并不是共党,而完全是共党的外围组织.[以

上第８页]
在蒋介石的批注之上,又附有陶希圣的一则短注,写在一张小纸片上.陶注从内容看,似为他聆

听了蒋氏关于改写西安事变的指示后写下的心得笔记.其内容为:

　　张之叛变乃受中立主义的影响及共党外围之渗透与攻心战术.此点极为重要.
唯共党采取两面作法,以胁取政府及委员长之诺言,此一意思,似须表达出来.两面作法亦

中立战术之作法也.———希圣谨注

今日披露的这份蒋介石写作于１９５６年的有关西安事变的手稿(以下简称“１９５６稿”),其珍贵之

处在于:如拼图游戏一般,多了这块拼图板,我们对西安事变的历史全貌就会看得更清楚了.当然,
此意见是比«半月记»更为“后见”的一种“后见之明”,又与«半月记»一样,同样有着为满足国民党文

宣需求而生的性质.所不同者,蒋氏在心潮起伏的情况下———由手迹中的反复涂抹、修改可证———
长篇写成此段指示,尚未经捉刀人的削伐增益,故其反映蒋氏思想和心态,应较成书后的«苏俄在中

国»更具完整性(intactness).此一写作,发生于西安事变二十年之后的１９５６年,蒋氏对这一历史转

折之于中国、国民党和他本人命运的思考,又应该比他托嘱陈布雷写作«半月记»时更为成熟①.
比较“１９５６稿”与«半月记»,我们发现如下要点:第一,«半月记»中尚为张学良讳言,以“东北军

痛心国难,处境特殊,悲愤所激”,“患在不明国策”②等言语来为张学良卸肩发动军事政变的责任,而
１９５６稿则直说西安事变的罪魁祸首就是张学良,淡化了中共直接煽动张反叛的色彩.第二,蒋明确

说出了张学良是在八项主张受拒于蒋、南京方面下令讨伐的情势下,才决定软化态度、采取三方会议

的.至于原来出自«半月记»的、所谓张学良态度转变乃因看了蒋介石的日记的说法③,蒋本人已经不

再提起.第三,张发动西安事变,是“情不自禁”的,亦即不是老谋深算的.第四,张受中立势力、或
“第三党”派别的攻心,甚于共产党本身的影响.第五,张季鸾在西安事变中所担任的角色值得注意.

西安事变自有它的远因、近因、内因、外因,但它的爆发是突然的、意气的.看了唐德刚口述历史

里的张学良回忆后,不少读者甚至会认同“真实的西安事变是两个男人(张和蒋)情绪失控的产物”这
个网络用语化的说法.目前史学界基本认可的是:西安事变最直接的导火索,应为蒋介石给邵力子

秘嘱,让其令«大公报»驻陕记者发布消息,意图在间接告诉张、杨:你不剿共,我换人来剿.
蒋氏的密嘱,是他于１２月９日写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全文如下:

　　力子主席兄勋鉴: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

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
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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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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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手稿虽云珍贵,过度强调其重要性则不必.写作«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一书的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三位民国史

学者,针对目前蒋介石研究中过度依赖胡佛图书馆馆藏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的风气提出看法,认为“仅靠日记,远远不能还原一个真

实的蒋介石”,“从１９２７年,蒋的地位巩固以后,他写日记很明确的一点是要给后人看的”.对于他们的一个表述———“只能说日记还

原了蒋介石心目中的自己”,笔者不仅仅是赞同的,而且在此也要借用来说,“从陶希圣档案中发现的这部分有关西安事变的蒋介石

手稿,只能说是它们还原了蒋介石心目中的西安事变”.参见对三位学者的采访.田波澜:«仅靠日记,远远不能还原一个真实的蒋

介石»,«东方早报»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１日,B０４版.
蒋中正:«西安半月记»,第１页.
«半月记»１２月１４日记有如下内容:“张乃言:‘委员长之日记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阅读.今日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

委员长对革命之忠诚与负责救国之苦心,实有非吾人想象所能及者.委员长不是在日记中骂我无人格乎? 余今日自思实? 觉无人

格.然委员长以前对部下亦太简默,如余以前获知日记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则此次决不有如此轻率卤莽之行动.现在深觉自已观察

错误,既认识领袖人格之伟大,即觉非全力调护委员长,无以对国家’”蒋中正:«西安半月记»,第２６页.



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中正.十二月九日.①

此密嘱现存于陕西省档案馆(局)的“陕甘宁边区革命历史档案史料”的馆藏中②.有关此密嘱究竟是

发现于华清池的蒋氏卧室桌上,还是邵力子办公室,各处文献说法不同.有人认为此一密嘱始终未

曾发出,这是不确的,因为“双十二”当日,«大公报»以大字号发布了“蒋鼎文负责剿共”的消息,显然

在这三日之间,«大公报»已经将蒋给予他们的散布消息、制造舆论的任务承担了起来.蒋鼎文曾在

非正式场合威胁张学良交出兵权的说法,亦见于张学良心腹谋士黎天才的自传未刊稿.
有关张季鸾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大公报»总编王芸生之子王芝琛以及很多学者如方汉

奇、王鹏等均做过研究,王泽润写«报人时代:张季鸾与‹大公报›»的时候就此作了一个综述③.以往

蒋介石常约张季鸾会谈,通过«大公报»的社评把蒋的设想透露出去,借以探测民意,为其施行政策铺

路.因此,不仅一般的读者,甚至连国民党的高级军政官员也常要从«大公报»的社评中探悉蒋介石

的意向,以便预作准备.１２月９日写给邵力子的密嘱,显然是蒋氏打算使用同一手法.９日,«大公

报»驻陕西特派员李天炽④获悉密嘱内容,立即向已经返回上海的张季鸾告知,张季鸾本与张学良交

谊匪浅,又早得蒋介石要他去向军政大员“放风”之微旨,于是晓谕李天炽可以“很委婉地”将密嘱大

意告诉张学良,而密嘱内容将晚一两天见报———事实上也确实在“双十二”那天见报了.通常的看

法,认为张学良就是在得知“密嘱”内容后召集各方人士开会,遂决定在１２日晨动手,扣押蒋介石.
西安事件爆发之后,遂获得了它自行发展的动能,无论蒋、张、杨、共产党、苏联、舆论、宋氏兄妹、

还是国民党中央,都只能在间中使力,起到部分作用,而其和平解决则是多方运作达成的结果.说

“多方”而不是“各方”,是因为“和平解决”并非为每一方都愿意看到的结果.

二、国民党文宣系统的“曲释”手法

蒋介石的这些原始回忆,经由国民党文宣系统的打磨(polishing)之后,就成文为«苏俄在中国»
的西安事变部分.笔者在此,将对这段文本的评注和分析逐一加在方括号里,以阐析蒋氏文宣的曲

释手法之巧.

　　但是这件震动世界的事变之真相,到了事后才得完全明瞭.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
就是其主动者,实为张学良的本身[忠实表述蒋的观点],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

城[添加,但观点为国民党历史家所固有].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忠实表述

蒋的观点].不过当时张学良与共党直接的接触,已有半年之久,故共党与张之关系,亦自到了

相当程度,又因为他们在西安勾搭,恐易被我中央发觉,故张与共党的秘密接洽,乃在陕北的延

安举行(当时延安守军还是张的所部)[基本忠实的表述,其添加的信息是准确的].
我记得当时有一位报馆主笔,亦是我们辛亥前的革命老同志张季鸾,来华清池见我[张季鸾

见蒋发生于１２月５日,这是广为人知的事实.蒋自云见张季鸾为西安事变“两个星期以前的

事”,这是他的记忆错误或故意混淆不得而知,但已为下文所纠正.张季鸾所代表的«大公报»在

７“西安事变”与“丢失大陆”:失败者怎样书写历史———兼谈国民党文宣系统的“曲释”操作

①

②

③

④

引自蒋中正:«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１９５６年.
缪平均:«蒋介石密信是西安事变的导火索吗»,«名人传记»２０１２年第２期.蒋介石致邵力子密嘱及«大公报»１９３６年１２月

１２日的图片,则可参看阎愈新:«蒋介石的密嘱与西安事变»,«百年潮»２００１年第１１期.
王泽润:«报人时代:张季鸾与‹大公报›»,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８１ ８２页.
李天炽又名李天织,西安事变后曾写«西安一月记»,录其事甚详,载«国闻周报».李天炽实为亲历西安事变的新闻业第一

人,其时正在张季鸾麾下,而且与西安事变的最终发作有莫大的渊源,惜笔者尚未看到更为详尽的史料(参见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

代史教研室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西安: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１９７９年,第１７６ １８６页).李天炽又曾被张季鸾派往新疆

迪化,遭军阀盛世才关押一年.见周雨:«大公报史:１９０２ １９４９»,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８１页.



西安事变发生后所形成的舆论力量举世瞩目,已经毋庸赘言①],谈及陕北共党勾结东北军的不

稳消息,他认为这恐是共产党使用反间的一种手段,须加注意[有关“张学良与共产党在延安,面

商一致抗日、停止剿匪的消息”,在蒋原手稿中是他本人先提请张季鸾注意的,在此处已经被置

换为张季鸾先提请蒋注意.使用“他认为”、“恐”等文辞,则使信息传达的精确性减弱].我就对

他说:“你是陕北人,关于你家乡问题,自必格外关切,请问你们在延安的记者,最近有什么重要

消息么?”[蒋对于张杨有叛相的凿说(statement),此处变成了一个提问(question)]他说,谣言

很多,但是他不相信这些无稽之谈.其他就吞吐其辞,欲说复止,他只说这些谎言,不要说他,自

然会止息的.我乃自动的问他说,“你所谓谣言,是否亦听到了张汉卿与共产党在延安面商拥护

中央,一致抗日的消息么?”[将“一致抗日、停止剿匪”置换为“拥护中央,一致抗日”,从张学良的

立场来表述,会让国共的对抗性显得减弱]他忽现惊骇之色[忠实表述],但是他很直率的答道:
“是的.”[张季鸾的反问句“你真已得到这个情报么?”被删除]接着他又说,他不相信这个消息会

是真的,他且对我分析的说:如其他们是真是拥护中央,一致抗日的话,那张汉卿必会坦率的报

告中央,决不会越过了中央,与共党私自勾结.所以他认为这个谣言,至少亦是共党的反间阴谋

作用,然而最近谣言太多,亦不能不小心防范.我听到他这番话,更觉此事严重了.他乃又继续

的谈下去说:目前倒是另有一种情势,不能不特别注意的.就是西安社会上弥漫着“停止剿共,
一致抗日”的空气.他此次来西安视察已有十日,感觉这个问题严重,比其他一切问题更为紧要

[添加的此段,意在让张季鸾自己提出西安谣言遍地、人心惶惶的前提,遂引发其后蒋对张季鸾

提出的、由«大公报»向社会进行澄清阐明政府意图之请].他就问我对于这个“停止剿共,一致

抗日”的意见如何? 我对他说:“一致抗日,是中央一贯的政策,而且亦是去年江西剿共完成以

后,既定的方针.但是大家应知共党的用意,其目的并不在‘一致抗日’,而是以‘停止剿共’为其

唯一目的,而其所谓‘一致抗日’,不过是其过渡的手段而已.所以今日吾人不能不加以研究的,
就是如何乃可使共党真能一致抗日的问题.你们报馆主笔,应该将这个意思彻底阐明给一般社

会了解.”他说可否将你的意思,先告诉他在西安的一般朋友呢? [蒋原稿中张季鸾问句中的“在

西安的一般将领”被置换为“在西安的一般朋友”,置换虽仅两字,但意思就大为不同了.张季鸾

并不是一位普通的民国新闻人,他曾于民国元年事孙中山为总统府秘书,蒋一向待之以“布衣国

士”之礼.事实上,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底,蒋到北方避寿兼布置反共军事行动,张季鸾到西安采访时,
就分别拜会过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蒋鼎文、晏道刚、胡宗南、关麟征等军事要员②,而这些人

均在两个星期后的西安事变中有重要角色上演.]我答道:“当然是可以的,而且我亦就要在本月

中旬召开高级将领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事实上,蒋需要通过«大公报»散布的,乃是“派蒋鼎

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的信息,此一密嘱的意图

为对张、杨敲山震虎.]后来西安事变发生时候,大公报在西安上空所散发劝告张杨与东北军的

传单,其大意就是当时我在华清池与张季鸾谈话的要领.[在西安上空被散发的,不是传单,而

是载有“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社论的１２月１８日«大公报».散发者也不是«大公报»报社,而是

南京政府.«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是张季鸾西安事变后四篇社评中最著名的一篇,一面深切表

达对东北军将士的同情,一面劝叛方向蒋“谢罪”收场,“快快化乖戾之气而为祥和”.文章字字

血泪,极富煽情力,表达的是西安事变后国情民心的激震强响,而不是事变前华清池晤谈中蒋、
张间心领神会的那些内容.在西安上空对军民空投数万份«大公报»,这在中国报业史上也是一

８ 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①

②

事变发生后,张季鸾彻夜吸烟未眠,殚精竭虑写出了有关西安事变善后的意见,在“电讯不通,莫知详情”的情况下,张季鸾

顶着来自左右两方的压力,本着避免分崩、维护国家统一的公心,首先提出:“解决时局,避免分崩,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第一

义.”———因为蒋介石是经过十年风雨考验形成的领袖,故必须以恢复蒋之自由为第一义.可以说,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张季鸾

与他属下的«大公报»的宣传之力,功莫大焉.王泽润:«报人时代:张季鸾与‹大公报›»,第８２ ８８页.
王泽润:«报人时代:张季鸾与‹大公报›»,第１０１页.



次奇观①.当时,张、杨并没有阻止空投或收缴报纸,应当说,大部分西安市民和东北军将士都看

到了张季鸾的这篇公开信.但«大公报»本身并不掌握飞机空投的资源,以一家非官营的民间报

纸,也不能在战事一触即发的叛区做此动作,其理甚明也.国民党文宣以混淆主语的手段,将

“南京政府散发«大公报»”改头换面为“«大公报»散发传单”,真可谓既不惮民口之滔滔于前,又

不避史笔之昭昭于后了.]这是在西安事变约一星期以前的事[订正蒋手稿中的“两个星期以前”
之误].现在回忆,更增感慨至于其在事变以前,对张杨作反动宣传,进行策反工作的,亦并

不是共党,而是其共党的外围组织,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所谓“第三党”与“救国会”以及所谓“学

生联合会”等中立分子[忠实表述].可是这些中立分子,确实不是共产党员,而共产党亦不要他

们加入其组织,取得党籍,只要他们采取中立态度,或以第三党名义发言就够了.正因为他们不

是共产党,所以都能够明目张胆的在西安散播谣诼,煽惑军民,并对张学良及其部下,竭力施展

其包围挑拨的伎俩,发动其攻心战术,时时予张以不断的刺激,最后张学良卒以其“剿共”与“抗

日”的矛盾心理弱点,竟被他们攻心战术所突破[基本等同于国民党系统当时认为张学良是

如何被“攻心”和“洗脑”的忠实表述,但真实的情况百倍复杂于此②.仅在被张学良称为“是一个

好人,是一个老实人”③的晏道刚的回忆记录中,有关当时张学良的动向,就纵横着多条与共方打

交道的线索.而张学良既不是在消极被动地等待共方或第三党去“攻心”,更不是对蒋以行政、
军事、特务、舆论对他形成的包围无所察觉.他也是没那么“老实”的.对于蒋往他的势力范围

内“掺沙子”的做法,他也能亦刚亦柔地去对付,置换掉有敌意者,争取对他有同情者④].最后据

张学良又自述其在事变期间的心境,最初发生事变之后二日内,与我数次谈话所得的结果,及见

我的态度与决心,无法转移,自知其预定的计画已无实现希望,其内部亦发生问题,并不如其在

事前所想像那样容易;而当时特别增加他刺激的,就是他接到南京下令讨伐的电报,更觉情势险

恶,已成为不可收拾之局.乃于第三日决心派机接共党代表来西安,商讨合作,参加他们所谓东

北军、西北军(杨虎成)与共产军三位一体的军事委员会[１９５５年,因为蒋介石有写作«苏俄在中

国»的需要,张学良在看管他的刘光乙的授意下,以致蒋介石书信的形式写过一个千字左右的文

本,外界称«西安事变反省录»,但其前半部分经由蒋经国改动,并于１９６４年７月以«西安事变忏

悔录»的名目刊于台湾«希望»杂志,引起张学良抗议和蒋介石不满,该刊又很快被国民党收回,
故流传不广.张学良晚年对唐德刚作口述历史的时候已经对此进行澄清,但彼时张已经垂垂老

矣,口齿缠绕不清,而唐又严恪口述历史的规范,完全以录音记录来整理文字,且唐对张的采访

受到多重因素干扰,会面时间根本不充足,故此留下的记录,偏于散漫的口语化叙述,读者也只

能在其中看个大概而已⑤.总之,张学良的所谓“西安事变忏悔”,是一件复杂的公案⑥].至此

９“西安事变”与“丢失大陆”:失败者怎样书写历史———兼谈国民党文宣系统的“曲释”操作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泽润:«报人时代:张季鸾与‹大公报›»,第８５ ８８页.
有关张学良与共产党及共产党外围的互动,可参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

公司,１９９５年.
张学良认为晏道刚“并没事前发现我的事情,那事儿他没留心,他虽然在这儿也不知道,换句话说,他也没有那么注意,他没

那么多心,就说,他是老实人么”(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２６页).
张学良于７月２０日致晏道刚亲笔函:“句樵我兄,弟自入关以后,对蒋委员长极端忠诚,弟曾替他解决许多困难,劳怨不辞.

今日弟处此痛苦环境,这些特务人员对我严密监视,挑拨离间,令人气愤.譬如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学员对提起“蒋委员长”四字没有

立正,岂是我教给他们的吗? 前线官兵与共产党私有来往,这是秘密,我何能知道? 我又哪能管这许多? 他们甚至说我与共产党亦

有联系,真是无中生有.兄自动去电替我解释,爱我之情,不尽感激.弟张学良,７月２０日于王曲军官训练团.”这是张氏懂得化敌为

友的神功.见晏道刚:«张学良扣留蒋介石的前前后后»,«文史春秋»１９９６年第１２期.
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第１３２ １３４页.
杨奎松认为,在西安事变过去若干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的张学良表示悔过的文字只有一件,这就是«西安事变忏悔录».

但是,这毕竟是在张学良失去自由期间的文字,而且又是经过外人整理后的文字.从张恢复自由之后屡次发表谈话,强调自己对发

动西安事变“没什么后悔的”这一情祝看,可知张学良当年的这次“忏悔”看来未必尽是由衷之言.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

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第４４０页.



西安事变就完全变了质,而其中共本身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其外围组织的中立主义活动,互相策

应,乃构成其所谓“一面联合,一面斗争”的作战方式,来达到其对张杨所预期的目的.
其实,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西方政治科学的词语构建中,“宣传”一词并不如后来的普通西方民

众所诋恶之深者.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外甥、奥地利裔美国学者爱德华伯尼斯(EdwardBerＧ
nays)被视为西方公共关系学的祖师爷,他又有个别名叫“曲释之父”(TheFatherofSpin).他就认

为,对公众意见的操纵是民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①.伯尼斯对威尔逊总统很有影响力,他参与了威尔

逊政府激发美国民众支持和参加一战的舆论制造过程.正是因为他深谙美国民众已经厌恶了“宣
传”这一源出于一战时期的德国词汇,才在战后推出“公共关系”一词作为其替代②.需要指出的是,
新生代,特别是互联网兴起后的西方政治科学理论家已经逐渐摒弃了“政治曲释”(PoliticalSpin),他
们不仅质疑其合理性,更质疑其可操作性,认为互联网的普及可以即时曝SpinDoctor的每一动作于

日光之下,使作法者得不偿失,反噬其身③.
无论是西方民主的所谓“公关”,还是东方政治的所谓“宣传”,Spin的精髓在于处理信息时,对文

本或信息的发布以“曲”力操作,具体方式大略如下:１．“捡拾樱桃”(CherryPicking):有选择性地推

出事实,以支持己方的理想定位.伯尼斯尝言:“很大程度上,真相就是被定义为在听众那里有销路

的东西”(Truthislargelydefinedasthatwhichwillselltoanaudience)④.２．“不否认的否认”(Non
denialDenial),在表述的时候,对不能证明的于对方不利的事实进行暗示假定,或于己方不利的事

实语焉不详,用含混之词将民众注意力从真正要点上引开.３．“非道歉的道歉”(Non apologyAＧ
pology):道歉,非因应道歉的事实,而仅因听众/受方显得受伤害、要求道歉,而给予道歉.４．使用

“反正错误已经铸成”式的表述,使受众产生“堕甑不顾”、“遂事不谏”、“既往不咎”的慷慨感.５．使用

非经证实的事实指向有利己方的结论,或干脆承认问题但不予给出回答.６．将坏消息埋起来.
伯尼斯生于１８９１年,比生于１８８７年的蒋介石仅仅小四岁.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蒋氏或他的资

深文胆们受到过这位“曲释之父”的直接影响,但观乎蒋氏文宣系统半个多世纪的运作传统,我们不

妨说,他们已经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地得到了“曲释”之三昧.是否我们又可以进一步说,国民党

文宣系统之所以能够如此稔熟于“曲释”的运作,根本就是因为我们中国的政治,从古到今,从来就没

有自外于过Spin的理论和操作呢? 那些本来就深植于中国政治哲学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论语泰伯»),“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绝圣弃知,大盗乃止”(«庄子胠箧»),“古之善为道

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老子第六十五章»),“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诗
大雅皇矣»)的治国之术———借用一句流行歌曲的表达———本就是我们的有国者“从来不需要想

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三、彰道、明德:蒋介石的理学圣贤诉求

对于蒋介石一生视为道德楷模的晚清重臣曾国藩,钱穆评价谓“涤生为晚清中兴元勋,然其为人

推敬,则不尽于勋绩,而尤在其学业与文章”⑤.曾国藩潜研性道,宗尚闽洛,他的秉自唐鉴、倭仁的

“省身功夫”,以日记为载体,以自我反省为日课⑥,而这些做法又被蒋介石忠实地继承了下来.从这

层意义上说,蒋氏的手稿应该具有一定的不吝自曝其短、不为自己文过饰非的价值.而与此同时,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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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藩的好诲后人、欲传万世圣贤师则的理学名家的心态,也被蒋氏继承了.
汪荣祖分析蒋介石的思想渊源,认为其“必然是一个大杂烩,其中包括他在日本留学时所感受到

的一点武士道意识,在戴季陶、陈立夫灌输下的一点儒家权威主义,在德国顾问影响下的一点普鲁士

军国思想与法西斯主义,以及在妻子宋美龄叮咛下的一点基督教伦理.此一大杂烩思想渊源是浮浅

的,不可能成为一种思想体系,也难以补救三民主义之不足.”他并且批评芮玛丽(MaryWright)的看

法,举为治史者诫.芮玛丽治“同治中兴”有专著«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１８６２
１８７４»①,治国民党思想史则有长文«从革命到革新: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变形»②.至少我们可以判断,
她并不是一个会泛论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的西方学者.芮玛丽因见蒋介石钦慕曾国藩、胡林翼之为

人,便将蒋与这些同治中兴的理学名臣相比,汪荣祖以为“失之于偏”③.
«半月记»中,以１２月１４日,即事变发生两日后,蒋、张二人的思想言论对峙活动记录为最密,其

中有一段蒋介石为张学良上思想政治课的描写,与１２月１２日事变发生时蒋所自期的“必捍卫民族

之人格,而求无愧为总理之信徒,无负于革命之先烈,亦必无负于生我之天地父母与全国国民”心理

活动相呼应.蒋、张之辩,起源于张抱怨说蒋“满脑筋都是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总觉赶不上时

代”,蒋介石则旁征博引,解释何为“成功”、“成仁”及生死与国家的意义,内中不乏有孟夫子式的辩

才、理学家式的意气和大英雄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意图④.而在«日记»“手稿本”中,只见如下一段: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４日.雪耻.明礼义,知廉耻,今日幸无自负.住新城.我迁住张宅.端纳

来见,邀余移住张宅.学良表示悔悟之意,似甚诚.彼实恐余住新城与杨(虎城)接近,为杨操

纵,故急求余离新城.及至其宅,彼乃提出八条件,并明言此时有共党参加其间.余痛斥而深恨

其无耻无信一至于此.晚间,端纳为余言,南京对陕变已决议讨伐,余心乃安.端纳乃余妻托其

来营救.而于昨日自知此事不了,亦电彼与余妻来陕设法调处也.张上下午来见共三次,向余

连泣三次,然余知其为泣也.张持端纳电文示余,首见“蒋夫人转电已悉”句,余泪下如雨,泣不

成声,而张亦假泣,其人之投机与无耻至此.其实彼亦明知余为见“蒋夫人”三字而泣,而非为彼

泣,而余亦与之对泣也.⑤

汪荣祖曾经拿«半月记»与捉蒋经手人孙铭九所写的«西安事变亲历记»作了一番对比,发现孙的

记录“朴实无华,口口声声委员长,并无故意贬污之处,读来生动真实”.反观陈布雷为蒋介石编写的

«半月记»,“则刻意修饰,一心想在极为窘困的情况下,描述领袖之临危不惧与义正辞严,以凸显蒋介

石的尊严,不免言过其实,过度渲染”.汪教授总结出«半月记»与孙之记录的八点不同,限于篇幅,我
们不能一一枚举,而汪氏的结论是:“在蒋介石的笔下,他自己是威武不屈的、临危不乱的、视死如归

的、神气活现的、大义凛然的;但在孙铭九的笔下,他却是藏头缩尾的、狼狈不堪的、贪生怕死的、张皇

失措的、喜怒无常的、坐在地下耍赖要马骑的.”⑥

«半月记»和“手稿本”无论有怎样的相异,有一点是相似的:领袖人物正气形象的构建.在写日

记的当时,以蒋氏所身处的险境,他确实不能不考虑到这段日记就此成为他生前绝笔的可能,事起仓

促,蒋氏最本能的反应是向中国古代的忠贞不屈之士形象上寻求自我塑造⑦.待事平之后,蒋氏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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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彼时彼刻自己所应持有的历史姿态有了进一步的“后见之明”,就可令陈布雷以捉刀人之笔,从容

刻画一位多层面的丰满形象了:他既是岳、文、史式的可为国家民族抛头断颈的悲情英雄,又是忠恕

满怀的儒家君子、正气盈然的理学仁人,同时还是悯世爱民的基督圣徒.
研究中国现代政治制度的学者,都会注意到一个事实:诞生于１９３４年的南昌行营、最初应“剿

匪”需要而生的蒋介石侍从室,至其１９４５年底抗战结束被撤销为止,虽然其侍一处的主任历经晏道

刚、钱大钧、林蔚、张治中、贺耀组、商震等人事变动①,但陈布雷的侍二处主任的位置却始终没有动

过.从１９３５年蒋介石扩大侍从室的组织到全面抗战爆发前,侍从室已经从一个简单的秘书和侍卫

性质的机构,演进成蒋介石的个人内廷并凌驾于国民政府各部门之上②.侍从室第一处设“总务”(侍
一)、“参谋”(侍二)、“警卫”(侍三)三组;第二处设秘书(侍四)、研究(侍五)组,陈布雷任主任兼第五

组的组长.抗战爆发后,蒋又设侍六组和机要组,均隶属于侍二处.此外又设第三处管理党务.侍

二处的工作性质,除为蒋介石执掌政治、党务、外交、宣传的方面的文案机要的承启传达之外,还负责

为蒋构建一个类似西方国家的思想库(ThinkTank)模式的智囊组织并储备未来的行政人员,这些智

囊人才都归入侍五组,该组在其极盛期曾拥有罗贡华、徐道邻等有外国留学背景的所谓“八大秘书”.
原则上,侍四组不参与决策性事务,而侍五组的人员会在蒋的安排下参与研究法制、经济、国际时事

等题目,并参与蒋氏中枢的文宣运作③.以上是从蒋氏中枢的建制上来说的.
既然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蒋氏在不同时期的秘书们自然也会来来去去,但若排除时间因素,仅

从他们所秉掌的文案性质来看,我们不妨作这样的粗略划分:邵力子主对共宣传,杨勇泰主决策,陈
方主公文,陶希圣主理论建设,沈昌焕主对美方针,吴国祯主国际政治,王世杰主国家立法,俞国华主

经济筹划等.但是,在蒋氏的政治生涯中,有一个出处取与、进退毁誉一直与蒋休戚相关的人物,自
蒋崛起到中国政坛的“琼楼最高层”之后,自始至终地、全方位地参与了蒋中枢的文宣运作,这个人就

是陈布雷.蒋氏企慕理学圣贤的风范而自身文字修养和思想深度有所不逮,势必外求于捉刀者.陈

在１９２０年代初已是扬名沪上的新闻记者和时评主笔,与北平«益世报»的主笔颜旨微齐名,在当时政

评家中有“北颜南陈”④之称;他于１９２７年在武汉受知于蒋介石,从那时起至１９３４年,他一直以客卿

的身份为蒋撰写文牍,到了１９３４年,他“感蒋公之意,遂允必来赣服务”⑤,始入南昌行营,从彼时到他

生命终结的１９４８年,陈服务于蒋中枢,执掌秘书事宜和文案宣传.可以说,在陈布雷追随蒋介石的

２２年间,举凡蒋氏在北伐、抗日、国共合作,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文告、文章、自传等,几乎

都是出自陈之手的.蒋政府的文宣事业,直至１９４８年,可以说是陈布雷一手打造的.陈布雷低调、
忠诚、勤勉、不营私不结党的为人做事风格,亘半个多世纪以来见诸海峡两岸、国共两党无数人士的

回忆录中,他的人品,可以说是当得起周兴嗣«千字文»中的“劳谦谨敕”、“宠增抗极”之誉.
陈布雷的新文言体取法梁启超,文字风格亦温亦厉,俗雅相间,极易辨认,原与蒋本人的不同,这

一点在学界早有共识.然而梁启超式的新文言体看似浅易,实则写作者需有扎实的国学根底与相当

的新学学识才能得其真髓,蒋氏的文案,也绝非随便找一个前清老秀才或留日政法科学生就能执掌

得了的.陈布雷死后,他的文案体裁就成为绝响了.１９４２年冬,为了针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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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本的出版,陶希圣受命写作、于１９４３年３月署名蒋中正发表的«中国之命运»,就已经完全是白话

体.当然,文言逐渐为白话所取代的时代大势也是一个原因.
为蒋介石秉笔的文胆们,无论是前期的陈布雷、后期的陶希圣或蒋氏老师毛思诚,在写作一般性

的政府公牍时还好办,若是碰到需要矫用蒋氏第一人称来落笔,其工作性质就会变得高度繁复困难

了.这固是因为代言本身的障碍所致,更是因为蒋氏心中,恒常驻扎着曾文正公规格的成贤作圣之

道.闽洛之学,特重«大学»①,重“明明德”之教,“明”为“彰明”之意,则已经与原始儒教所背书的“人
不知而不愠”之旨相悖.曾国藩谓“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也所贵乎圣人者,谓其立行

与万事万物相交错而曲当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后世也”②.也就是说,“道”是需要通过文字而被彰显

的,曾氏的家书、自传、日记,在他手中都成为随时剖白自己、明示后世以成贤作圣路径的工具.但曾

国藩毕竟是自青年时代起就“接闻桐城诸老绪论,又亲与唐鉴、吴廷栋诸人交游”的嫡传理学后昆,他
的文章造诣本已“通大体而致于用,故能融会群籍,采其精英”③,试诸日记书信小道,不过是以舆薪之

力而举一羽耳.蒋氏无此修为而端然欲圣④,是故蒋家文胆在为其作第一人称写作时,就需要很辛苦

地将自己“代入”蒋氏思维,为蒋进行动机剖辩、行为解释、心态表白、前因后果申明等等.陈布雷之

常年失眠,陶希圣之心血忧竭,也便皆非出于无故了.
在理学的精神主干之外,蒋氏的思想系统中尚有基督教信仰的枝干及其他枝蔓,这些也是研究

者所不应忽视的.有学者指出,西安事变中的蒋氏心境与最终作出的决定,实则多出于他的基督教

信仰,亦即在困境中,蒋氏毋宁将自己的命运托给上帝去主宰———以“从１９３７年起,每年的１２月１２
日西安蒙难日,在日记中他几乎都会记下个人对事变的回忆,以及对上帝的感恩”这一事实进行佐

证⑤.对于此点,笔者认为还是应该回到政治人物对自我形象塑造的诉求,包括对当世的和后世的不

同营建上去考量.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探讨的,还都仅限于蒋介石对于自己“当世形象”的营建.其实,蒋氏对于自

己“后世形象”的营建也是很下功夫的.台北国史馆“蒋档”中的«事略稿本»,起自民国十六年,迄于

民国三十八年,系由蒋的秘书参阅函电令告及蒋氏日记编撰而成,仿«春秋»体例,以事系日,以日系

月,以月系年,总计２８７册⑥.圣劳伦斯大学历史系的 GraceC．Huang干脆把她关于«事略稿本»的
一篇研究论文命名为«为子孙后代创造一张公众面孔»,这是个很诛心的说法.黄氏举出若干例子,
证明«事略稿本»多处充满被涂抹、被语境化、被转换视角的情况.当然,«事略稿本»也收录有许多

“异常坦诚的材料”,黄甚至觉得“如此坦诚,令人会觉得此种材料永远不会被出版的”⑦.比如１９３２
年３月１２日的记录:蒋面见汪精卫,蒋感到与汪谈话无比乏味.这一记录与胡佛馆所藏的日记比照

来看,完全是吻合的.然而«事略稿本»纵然体量庞大、材料丰富,它的阿基里斯脚后跟却存在于它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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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蒋曾于１９３４年在庐山给受训军官将领专门讲解«大学».他追忆少年时,“不知道背诵过多少遍”,又谓“«大学»一书,把个

人的内在修省以及往外发扬的道理,发挥到了极致”.可见蒋是抓住了«大学»之道的“发扬”二字.蒋中正:«大学之道»,秦孝仪编: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６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８４年,第３、２６页.

曾国藩:«致刘孟容»,李瀚章编:«曾国藩全集曾文正公书札»(一),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３页.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６３９页.
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三位学者考证了蒋介石的阅读史,粗略统计为:“１９１９ １９４５年间,蒋日记所记的阅读(含请专家讲

读)书目近２００种,其中中国古籍(经、史、子、集)８０多种,新书(清末民国时期所著译)１００多种.”见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天下得

失:蒋介石的人生»,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８８页.这作为一个日理万机的政治家是很可观的.我们说蒋缺乏理学修

养,是将他与曾国藩这样的从完整的旧式科举体系里走出来的文官官僚相比的.蒋的秉笔作文能力,毕竟未曾经历过系统的训练和

三榜科考的磨砺.
刘维开:«作为基督徒的蒋中正»,«史林»(上海)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陈进金:«‹蒋中正总统档案›的史料价值及其运用———以民国１８年“事略稿本”为例»,乔万敏、俞祖华、李永璞编:«中国近

现代史史料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３５页.

GraceC．Huang,“CreatingaPublicFaceforPosterity:TheMakingofChiangKai sheksShilueManuscripts,”Modern
Chinavol．３６,no．６(Nov．２０１０):６２８．



被诛心的地方.凡是“过度不宜的”、“非法的”或“残忍的”的蒋氏行为,«事略稿本»是根本不会记录

的,而这些被存心省略的记录才是最有价值的.中国的历史书写哲学从根本上是鄙视矫笔和曲释

的.“对纪录的任何润饰都是被谴责的”,汉学家崔瑞德如是说①.
总之,在蒋氏身上我们能看到,他对自己的形象营造的诉求,不仅是强大的,而且是多重的.他

在历史的镜子里所看到的自己是这样的:政治上,他是先总理的嫡传接班人;军事上,他是完成北伐、
统一中国的最高统帅,同时,由于绝大多数的中国将领系出黄埔,唯他这位前任校长才可以统御这些

“天子门生”;在家庭和其他方面,他是孝子,慈父,里仁的长者,尊重文士的明君,优厚反对派的政治

家.很重要的,他又必须是一个对妻子忠诚不贰、同样也得到妻子真诚爱情的丈夫———宋美龄的西

化和基督教背景,使得蒋氏有机会通过其婚姻表达他与西方价值的接近②.这一点又与前现代社会

中具有儒学教养的中国男性亦在婚姻观中笃于关雎之伦不同.我们注意到１２月２３日的蒋氏西安

日记原稿中的一段:

　　是日,妻谓余曰:“吾夫不如总理之得人.昔总理蒙难时,尚有学生如吾夫者为之赴难.今

吾夫遭难,无有学生前来侍护者.”余曰:“夫妻共生死,岂不比师生共患难尤难得乎!”③

在«半月记»中,被保留了情节而填入了更为华美激扬的辞藻:

　　妻欲余达总理在广州蒙难之经过,余为追述之.妻谓余曰:“昔日总理蒙难,尚有君间关相

从于永丰舰中,相共朝夕,今安从更得此人?”余告之曰:“此无足异,情势互不相同,来此均失自

由,即赴难亦何益.且余知同志与门人中急难之情,无间遐迩,非不欲来也.余虽无赴难之友

生,而君数千里外冒险来此夫妻共生死,岂不比师生同患难更可宝贵乎?”④

这段文字的被美化与被披露,并不是仅仅是简单地要公众去了解:最高统帅亦乐敦人伦之始并且有

着不亚于画眉的闺房之乐.该段文字中有某种信息,其实是针对西方受众或亲近西方价值观的中国

受众的.蒋介石想要说出的是:在中国的第一夫妇间,有着基于基督信仰的坚贞、忍耐、艰危共济的

爱情.宋美龄所撰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附于«半月记»之后,又是从妻子的角度再证上述.１９３７
年５月,«半月记»的英文版出版,司徒雷登(JohnLeightonStuart)为之作序,他颂扬蒋以心迹明示天

下的做法:“这本质诚实的明证,这思想情感的坦诚,一个人只有对其所从事具有深刻坚定的信仰,才
能做到.”⑤这是蒋氏彰道、明德的中式作法得到西式背书的明证.

四、曲释与否:蒋氏文胆的两难选择

每一位为蒋介石操刀重要著作的代笔文胆,都有在他们所写的著作上栽跟头的经历.这不仅仅

是指他们为写作本身所经历的磨难.理清文脉,落实事实,征引有据,雕饰辞章,遣选词汇,拈轻量重

这些本都是写作人的本分.但代笔人却不同.代笔人承受写作人的一切磨难而且在间中泯灭

了他自己的名字和声音;他的作品,文字的骨血是他自己的,而观点和署名权却是他人的.这就像代

孕者一样承受十月怀胎和分娩的苦痛,而生下的却是不属于自己的孩子.专为好莱坞明星写自传的

SandfordDody,在自己的自传中,用痛苦到几乎诗意的语言说出了“做鬼”———英文的“鬼”(Ghost)
字也有“代笔人”之意———这一职业与死亡的近似:“当鬼的工作结束后,他在半个世界中漂泊,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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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DenisC．Twitchett,“ProblemsofChinesebiography,”inConfucianPersonalities,ed．ArthurF．Wrightetal．(Stanford:

Stanfo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６２)．
１９３８年,宋美龄与蒋介石一起被评选为美国«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她在西方世界的形象是美丽与优雅的综合体,也是

中国现代形象的代言人.西安事变不仅给蒋介石提供了塑造自身形象的机会,也给宋美龄提供了同样的平台,甚至对于西方媒体而

言,宋的形象更为抢镜和出色.有关宋美龄在西安事变中的外媒形象,金莹«西安事变时期的宋美龄形象———对‹(东京)朝日新闻›
和‹纽约时报›相关报道的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４年)的切入点很新颖.

蒋中正:«西安半月记»,第５０页.
曾景忠:«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第２２２页.

JohnL．Stuart,“Preface,”FortnightinSian:ExtractsfromaDiary (Shanghai:Kelly& Walsh,１９３７),viii．



注意也不被看到这就是鬼这种中间体的性质.我迎着风写作,我迷失在星尘里.毕竟,当一个

人成了鬼,他怎么可能不死掉一点点呢?”①

一位政治代笔人,如果他本人仍然保持有独立思考的习惯,甚至———如果他原本就来自以拥有

批判精神和追求真相/真理为本分的职业,比如新闻从业者或历史学者———那么,他势必然会在代笔

过程中产生自己的良知应往何处安放的质疑.书成之后,代笔人有可能会在时评公议中受到非议、
甚至可能背负历史骂名.«敌乎? 友乎?»一文,出自蒋介石之授意、陈布雷之笔下而托名于徐道邻发

表,引得鲁迅骂徐为“现代阔人的代言人”、“本国的狗”②.«中国之命运»的写作,陈布雷是以健康不

佳为借口而刻意推脱的,因为他“听蒋介石讲述过该书的大意,已经洞察到该书的出版将会使捉刀者

成为风头浪尖上的人物”,于是陶希圣接了过去.而成书之后、未梓之前,陈氏尝忧陶的文字“语气太

犀利,不像是说理,简直是与人骂仗”,他欲在前两章字句上作些修改,而为蒋氏所拒,认为“还是那火

辣辣点好,照陶组长原样印就是了”③.果然,«中国之命运»因为火药味太重,被左派诟为“希特勒«我
的奋斗»在中国的翻版”.该书不仅引起英国与中共的抨击,令蒋介石大叹④,且在国民党高层和自由

知识分子中都引起不满,陶希圣外孙沈宁曾印证陶因此书而在重庆全城背骂名的事实.沈宁文章亦

大量记叙陶氏写作之苦,谓其战战兢兢、反复修改的作法,与其写学术文章的风格截然不同,又说陶

在精神高度紧张下,需要借助安眠药才能睡觉⑤.但是陶希圣亦实因«中国之命运»而获悦蒋心,在陈

布雷身后,陶希圣就自然跃居为蒋氏的第一文胆了.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去台湾后,陶出任国民党总裁办公

室第五组组长,主管宣传和政治理论工作,这与他自汪精卫政府反水出来、重新回到重庆后所担任的

侍从室第五组组长的工作性质是一脉相承的.
有关«苏俄在中国»的主要捉刀人陶希圣的写作和修改过程,鲍家麟教授的回忆如下:

　　我嫁入陶家后,我婆婆万冰如说起,家翁陶希圣为写作此书所受的苦累,那才真叫春蚕吐

丝,蜡炬成灰因为此书被赋予的重要性质,在发行前其写作内容必须保持绝密状态,故陶希

圣是被蒋氏专门接到桃源县大溪,在封闭环境下进行写作的.现在的大溪虽已是士女风靡的游

览胜地,但在五十年代中期还是个偏远而不见经传的小镇.陶希圣虽为主要执笔人,但这本书

的修改、增删与核定,蒋介石本人及其高级幕僚黄少谷、张其昀、罗家伦、张厉生、唐纵、张群及蒋

经国都参与了.书大致成稿后,写作和编辑地点又转到阳明山.⑥

陶希圣不仅完成了«苏俄在中国»的主要写作,而且还介绍了沈剑虹出任蒋“总统府”英文秘书,
将此书翻译成英文.沈剑虹以六周的时间,一周工作七天,昼夜打字,终于完成英文初稿的翻译.译

稿的审核则在宋美龄的亲自率领下进行,当时的“外交部长”叶公超本身也是英文高手,他将“外交

部”的工作撂给沈昌焕照管,自己拿出所有的时间与蒋夫人、沈剑虹全力工作,逐句定夺,做了整整四

个月的校稿员⑦.
我们整理陶氏档案,发现«苏俄在中国»的初稿某处,有同僚某的批语:“按西方人士一般心理,对

于钧座此种用心良苦之至意,或难了解.此段是否宜予删除,仍乞钧裁.”这种情况多发生于陶的行

文控诉到“苏俄共产主义侵染中国”而笔下的火药味和冤屈之意溢于言表时;这时他的团队就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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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SandfordDody,GivinguptheGhost:AWritersLifeamongtheStars(NewYork:M．Evans& Company,１９８０),１５．
鲁迅:«３５０２０９致萧军、萧红»,徐文斗、徐苗青编:«鲁迅选集:书信卷»,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３７１页.
陈冠任:«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３８页.
连振斌:«文人悲剧:理论秘书陶希圣»,沧浪云等编著:«中枢关钥:蒋介石和他的秘书»,北京:团结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２

页.又见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上册卷五,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７８年,第４０９页.
沈宁:«我的外祖父为蒋介石执笔‹中国之命运›»,江涌编:«真相:蒋介石的文臣武将与对手»上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第４８ ５０页.
鲍家麟、刘晓艺:«陶希圣与“极密”件»,«传记文学»(台北)第９５卷第４期(２００９年).
其后,沈剑虹以深厚的英文功底为契机进入台湾外交界,最终成为台湾的“驻美大使”.沈剑虹:«使美八年纪要:沈剑虹回

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２２页.



提醒:既出于一党一国的元首之笔下,文字的风格要力求公正平和大气,又要兼顾到西方读者的阅读

心理,许多来自中国传统观念的曲折幽微处,如写到在忠义的道德前提下,某某事“我”(蒋介石)若不

做就是“对反共世界自有人类之不忠”等,国人或能理解,西人则未必,以第一人称阐述,谆谆多言,会
致人茫然或厌烦.鲍教授形容其翁的写作之苦:“家翁陶希圣先生是体出了钧座的苦心,众文胆却又

体出了钧座的苦心不能为西方人所理解的苦心,并苦心谕导陶氏再体这份不能道出的苦心,则陶氏

返工重写时,其苦可知.”①

陶档中收录有一份留底照片,乃是１９３５年９月１日周恩来致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之信的拷贝.
此信为邀请二陈参加由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委员曾养甫所策划的高级国共密谈而写,１９９３年９月陈立

夫已将其公布给大陆赴台记者,它的内容本不是秘珍②.但此信本身确实是国共早在西安事变前一

年就已背着张学良互通款曲的一个证据.这份留底照片会出现在«苏俄在中国»的档案中,还是意味

深长的,因为众所周知,陈立夫在１９５０年被蒋放黜,黯然离台.陶希圣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５６年间为蒋捉

笔写作时,陈立夫正应在新泽西伺鸡扫粪,完全是国民党的一枚弃子.陈氏遭贬,是一场急风暴雨的

事件,１９５０年８月４日,在国民党“改造会议”的前一天,陈立夫被要求在２４小时内离开台湾,蒋陈交

恶如许③.但陶希圣在写作时,居然能够拥有周恩来这份秘信的照片拷贝,此事或者说明二陈在收到

周信的１９３５年就已经向蒋氏汇报并备档,或者说明陈立夫在１９５０年代中期曾为蒋的写作提供密

件.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就说明蒋、陈二人关系的破冰,比外界所知的要早得多,也说明陈立夫并

未真正远离国民党中枢.
关于蒋家文胆在为蒋代笔的生涯中产生的严重人格矛盾,何大鹏(DahponD．Ho)的英文长文

«一位饿鬼捉刀手的夜思:陈布雷及其服务于民国的人生»④,分析得最是声情并茂.虽然这是一篇发

表于学术期刊的专业论文,但作者采用了文学手法,代入了陈布雷的视角,用心灵独白的方式去摹写

他临自杀前夜的痛苦挣扎.何大鹏将陈的悲剧命运,归结于一位有自觉意识去追求公正和真理的新

闻人士在服务于国家的使命感和人格独立之间的摇摆.“饥饿”的定义乃是来自尼采的«查拉斯图拉

如是说»:“你需在日间找到十个真理;否则你将会在夜晚寻求真理,你的灵魂会感饥饿.”⑤既然一位

良心知识分子对真理的饥饿感在白日里不得满足,则这饥饿感必然会在夜晚吞噬此人的灵魂,使他

自省,自问,自挞本心以致无眠.何文中提到一个细节:陶因为睡不着觉,向陈借安眠药吃.陈拿出

他的神秘药盒,陶惊讶地看到,陈的安眠药竟是各式各样的,光颜色就有五六种之多.陶取了一瓶,
果然药性够猛,终于睡上了好觉.陈的安眠药如此名声在外,以致«中央日报»社长胡健中都跑来讨

药吃.陈周围的同事中,许多人都是失眠者,但他们都承认,唯陈的安眠药盒是最厉害的⑥.
土耳其裔美国左派汉学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Dirlik)研究了陶希圣在法律、历史、新闻、政治

之间的职业跳转和在早期共产党、蒋派、汪派之间的政治从属跳转之后,下结论说:陶永远都是一个

“变革的支持者”(proponentofchange),但是陶的“变革”并不意味着他打算与传统作决绝的斩断,他
实际上反对让中国的社会结构经历激烈的革命式变革⑦.这一思维模式也许解释了陶希圣为什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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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鲍家麟、刘晓艺:«陶希圣与“极密”件»,«传记文学»第９５卷第４期.
«周恩来写给陈果夫、陈立夫的信»,«统一论坛»１９９５年第３期.
林颖曾口述,李菁整理:«远离政治的陈立夫»,江涌主编:«真相:蒋介石的文臣武将与对手»上册,第９９页.

DahponD．Ho,“NightThoughtsofaHungryGhostwriter:ChenBuleiandtheLifeofServiceinRepublicanChina,”ModＧ
ernChineseLiteratureandCulturevol．１９,no．１(２００７)．

“Tentruthsmustyoufindduringtheday;otherwiseyouwillseektruthduringthenight,andyoursoulwillhavebeenhunＧ
gry．”NietzscheFriedrich,ThusSpakeZarathustra (Amherst:PrometheusBooks,１９９３),５３．

陈布雷收藏的安眠药多为烈性,且品种繁多,不时更换.友朋出国归来,送他别的礼物,他不会收,若送安眠药给他,陈则从

不拒绝.此细节亦见于陶希圣:«记陈布雷先生»,«传记文学»第４卷第５期(１９６４年).

ArifDirlik,“TaoHsi sheng:TheSocialLimitsofChange,”inTheLimitsofChange:EssaysonConservativeAlternaＧ
tivesinRepublicanChina,ed．GuyAlittoandCharlotteFurth(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７６),３０５．



许多“主义”之间游荡了一番之后,最终又回到了国民党的怀抱,这是因为国民党所代表的传统主义

和国家主义最符合他本初的思想倾向,虽然这两者必然意味着自由主义要为之催眉折腰.从这层意

义上说,陶虽然也在国民党文宣体制内感到压抑,但毕竟这是他“过尽千帆”后的一个选择,从汪政府

里九死一生出来后,他能够在失眠中继续写作,“竭心血而对青灯”,在蒋政府中继续拼接自己的文胆

人生,就已经是很万幸了.他不抱怨,因为他没有资格抱怨.他不会再发出“余今日言论思想,不能

自作主张,躯壳灵魂,日渐成他人之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①的闷吼.
失眠或吃失眠药的现象不尽然就为政治代笔者所专有,政治代笔者不尽然一定就是SpinDocＧ

tors,SpinDoctors也不尽然会感到良心的痛苦.但是在陈布雷的身上,穿过了一系列的”不尽然”,
我们真切地感知到了这些元素之间的等号:他本不具有SpinDoctor的厚黑本质而投入了这个厚黑

的行当,长期的文宣曲释生涯最终反噬了他.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陈布雷在风雨飘摇的南京仰药自杀.陶希圣日记载:

　　上午十时半,陈修平(陈启天,时任经济部长———笔者注)兄正在寓谈时局,蒋君章电话,请

立即往湖南路.余即搭修平车往,过经济部,易车送往.至湖南路５０８门口,见陈熊两医官匆促

进门,叔谅(陈布雷之弟陈训慈)含泪,知不妙,急入上楼,见布雷先生仰卧,面色黄,口张不闭.
陶副官查安眠药瓶,知其已吞百粒以上.医注射强心剂无反应,已于三小时前逝世矣.惟果芷

町后来,见遗书致余等三人者,皆哭.遗君章书命注意发表消息,勿为反动派所利用,乃商发一

新闻,谓系心脏衰弱及失眠症,心脏突发致死.正午总裁将遗书,欲发表.余往述遗书云云,乃

决仍余等所发新闻.②

陈布雷为蒋Spin文字半生,已经预知自己死亡的消息将会被人———什么人呢,难道仅仅是他遗

书中所谕的“反动派”? ———拿去做文章,因此先着一机,预为自我Spin.他给机要秘书蒋君章的留

言,指示同僚们不妨曲笔发布他死亡的消息:“此事可请芷町、希圣诸兄商量,我意不如直说‘自从八

月以后,患神经极度衰弱症,白天亦常服安眠药,卒因服药过量,不救而逝’.”③一向受知于陈布雷、且
即将代之而起的陶希圣,身在局中,对这位挚友兼上司自杀的消息,想当然地选择继续Spin,“商发一

新闻,谓系心脏衰弱及失眠症,心脏突发致死”.这就是«中央日报»次日所载的大致内容.在闻知陈

的死讯后,即使蒋介石都有至性冲动的一刹那,“总裁将遗书,欲发表”,但仍然被陶按住了.其后唯

因若干国民党中常委、特别是邵力子的反对,认为应该将陈氏死亡的全部事实向社会公布,用“布公

之轻生”来“警醒党人”,把坏事变好事,这才有了１１月１８日«中央日报»重新发布消息,重述陈氏自

杀的来龙去脉一事④.
真正的历史,愈在细枝末节处就愈是动人.陈布雷自杀后,尸体尚停放在湖南路寓所,他的夫人

和女儿赶到时,适逢早年与他订交于«天铎报»时代的老朋友戴季陶“疯疯癫癫”地从外哭奔而来,扑
到陈布雷床前大嚎:“啊,布雷,布雷,我跟你去,我跟你去,人生总有一死,我的心已死了”⑤１９４９
年２月１２日,陈布雷死后三个月,戴季陶同样以过量服用安眠药的方式自杀于广州.戴为国民党政

论理论家,他们死前都同样深受精神衰弱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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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笔者要指出的是,这句话并不见诸陈布雷的日记,而是陈的外甥翁泽永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这般提及的:“一个陈的同邑知

友,曾记述了陈亲口对他说的话.”(翁泽永:«我的舅父陈布雷»,第６９页)有不少研究者将此语作为陈布雷的原话来引用,这是不对

的.鉴于翁泽永留在了大陆、且是乔石妻兄的事实,而且他文中并没有给出“同邑知友”的姓名,笔者以为对此句出处应该存谨慎的

态度.
陶希圣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３日日记,见陶晋生编:«陶希圣日记———中华民国立足台澎金马的历史见证(１９４７ １９５６)»,台北:联

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４年.
陈布雷:«遗告处理身后事务十则,留交蒋、金两秘书函(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张竟无编:«民国三大报人文集:陈

布雷集»,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９３页.
陈冠任:«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第３２０ ３２５页.
陈冠任:«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第３２３页.



五、失败者书写历史的意义

“成功有一千个父亲,而失败是一个孤儿,至少,在沃尔夫冈施伊费尔布什写出他的新书之

前.”书评家兼作家桑德吉尔曼(SanderL．Gilman)对德国文化历史学家施伊费尔布什的«失败文

化:关于国家的重创,悲悼和复兴»一书取得的地位作出了如是肯定①.施伊费尔布什是一位走偏锋

的学者,他致力的领域其实是从法国年鉴学派传承下来的心态史学(HistoryofMentalities),在这本

书里,施伊费尔布什以比较史学的方法,比较了美国内战后的美国南方、普法战争后的第三共和国法

国和一战后的魏玛德国这三个战败者的人民心态、政府应对、世风民俗等,———简言之,失败者的文

化,并总结了它们的共性.施氏认为失败者的心态需要经历复杂的几个阶段:他们首先是震惊,愤
怒;但当失败的大局已定,他们会如释重负般地接受现实;接着,他们会进入一个懊悔、痛苦时期,四
处“寻找替罪羊”,将失败推归于“背后捅刀”的罪恶人物、集团、国内外邪恶势力、事件等②,在这段时

期里,他们会忍不住制造各种迷思(Myth),如:“我们”“不是输在了战场上”,“我们”比战胜者“拥有

文化和道德上的优越性”,或干脆在心里对战胜者说“胜利是失败的诅咒”,意即风水轮流转,下次就

该轮到“你们”失败了,因为胜利使“你们”过于骄傲了.“迷思”之所以产生,“正如神经机能症之于个

人一样,迷思是之于集体的”,但施氏认为它是一种保护机制,对战败者的心理修复是有建构性的,因
此也被视为是有益的.再后,失败者会进入一种复仇心态;而复仇心态过后,失败者就会进入反省和

自我拷问期,他们会总结自己的弱点,承认战胜者的优点,从而不断自新、进步.从这一点上说,施氏

的“反省－进步”理论又契合着阿诺德汤因比的“挑战－反应”导致文明进步的假说.
用施氏有关“失败文化”的心态史学来对照诠释蒋政府的文宣运作,我们可以看到相当多的可契

合之处.比如,归咎于“西安事变”类似于“寻找替罪羊”,第三党、张学良类似于“背后捅刀”者;用“苏
俄在中国”的外国意识形态流毒理论可用以构建“我们为何不是输在了战场上”的迷思;比之共产党,
国民党又常常自认拥有“文化和道德上的优越性”;复仇心态则对应“反攻大陆”的豪言壮语.当然,
施氏理论也不能被过多套用在这里,其理甚明也.施氏所举的三个例子,都是“彻底失败者”,而蒋氏

则在台湾立住了足,“中华民国”未曾经历政体、政府或政府首脑的任何一种改变,这也就决定了蒋氏

的历史书写的诉求更为复杂,因此他的文宣压力也就会更大.
前已述及,«苏俄在中国»的写作,虽以陶希圣为主捉刀人,但其背后有一个庞大的文宣团队,甚

至连宋美龄都参加了.台湾国民党文宣系统为什么要如此大动干戈,以致捉刀团队要“肃肃宵征,夙
夜在公”呢? 说到底,这部书的写作,不是简单地去炮制一部国家元首回忆录而已.国民党到了１９５０
年代中期,终于从播迁台岛初期的兵荒马乱中缓过一口气来.军事上,１９５４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MutualDefenseTreatybetweentheUSAandROC)的签订,基本驱散了台湾民众对于大陆军事进

攻台湾的可能性的恐惧③.经济上,韩战爆发带来的美援、商机和资本输入,已经很大程度上改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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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SanderL．Gilman,“AdvancePraiseforTheCultureofDefeat,”inSchivelbusch,TheCultureofDefeat．
关于“背后捅刀”的出处,有不同的说法.一是认为来自兴登堡在停战一年后接受“国家质询委员会”有关战争的调查时,引

用了英国将军FrederickBartonMaurice的话作为回答,见 WilliamLShiver,TheRiseandFalloftheThirdReich (NewYork:SiＧ
monandSchuster,１９６０),３１．二是认为这是鲁登道夫在１９１９年与英国将军 NeillMalcolm一起吃饭时所说的.见JohnW Wheeler
Bennett,“Ludendorff:TheSoldierandthePolitician,”TheVirginiaQuarterlyReviewvol．１４,no．２(１９３８)．不管来源为何,对

于这两位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军事首领来说,这一刀就是来自求和派的社会民主党、中间党、进步党等左倾党派和唯利是图的犹太人.
希特勒也喜欢使用喻体,但他用“背后捅刀”来指代国外的破坏因素(阳性的、进攻破坏型的),而他所憎恶的犹太人则是之于德国母

体的具有传染性的细菌(阴性的、卑柔腐蚀型的).见Schivelbusch,TheCultureofDefeat,１６９ １７８．
HungdahChiu,ChinaandtheQuestionofTaiwan:DocumentsandAnalysis(SantaBarbara:PraegerPublishers,１９７３),

７８ ７９,２５０ ２５２．



国府播迁初期的困窘①.“宵言永怀,良兼矜疚”,国民党已经到了应该为“丢失大陆”的责任给出一个

官方解释的历史关口了.而对己方的历史失败作出解释,是“以大局之糜烂,为一身之耻疚”好呢,还
是找到一个可谴责对象、并在该对象的仇家中结到朋友好呢? 显然是后者.自从１９４６年３月英国

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之后,在欧美世界

的眼中,“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

来”,也就是说,由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的对抗,已经开始了.西方提出:要用

除了直接武装以外的一切手段和行动来遏制共产主义.人类历史进入了“冷战”阶段.１９４７年,美
国国务院高级幕僚乔治凯南在«外交季刊»发文,提出“遏制理论”,美国于其后出台的杜鲁门主义、
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以及对德、日政策和对华政策等,其实都是遏制理论的后绪②.而在«苏
俄在中国»的绪论中,蒋氏在谈到作此书的目的时,亦说:“我们中国这三十年来,所受的惨痛教训,我
深望其能对今日同遭共产主义的威胁的国家及其领导者,有所裨益.”③这恰是台湾对“自由世界”的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诉求.虽然如此,国民党对自身作一定程度上的反省和自责又是不能省略

的.否则的话,即使在对西方宣传的口径上,国民党也会落下“避重就轻”、“诿过他人”的名声.«苏
俄在中国»一书的写作,切入的虽是蒋氏一人的视角,评述的却又是半个世纪以来国民党及其政府的

千秋功过,于是轻重之间,雕文琢字,颇难把握.这不仅仅是蒋政府一家的文宣困境,自古到今,由中

及外,多少有国者在失国、失政、失民心之后,在需要向民众、友邦和后世给出一个交代的时刻,都会

面临类似的宣传困境.
综上所述,蒋氏的文宣运作,基本是他本人和他的代笔文胆共同参与的一个过程,这个团队的外

延有时也会包括他的妻子宋美龄、理论幕僚、外文翻译及政府外交部门的官员.互参文本后的结果

显示,有时蒋氏会指示他的代笔人“加工”他的手稿,有时是他的文胆主动改动他的手稿,更多时候则

是由文胆根据他的意思先行搭构文本,然后再由蒋亲自进行修改.但无论是怎样的人员、形式和操

作方式的组合,在蒋政府的文宣运作中,“曲释”这一手法是被广泛使用了的,这固然是因为我国的政

治哲学中早已富含统治者应最大程度阻止民众了解真相的因子,也是因为蒋氏作为一个自青年时代

起就深受理学思想影响的统治者,自身就有“彰道明德”、从文字中营建形象的需要;但失败者心态的

微妙和尴尬,失败文化中的“迷思”机理,以及诸多现实因素,———如施氏的理论所诠释,也都导致国

民党对于“丢失大陆”这一历史书写的诉求多重又复杂,其中包括:诿过,诉冤,解释,藉以奋发自新,
稳定现政权,打击敌对政权,结交友邦政权等等.而在书写“丢失大陆”的过程中,它一定会遇到重叙

“西安事变”的需要,尽管在１９３７年推出的«西安半月记»已经代表了蒋氏对这一事件的个人视角的

历史交代.
在阐述了所有这一切之后,笔者要补充的是,从历史的后篇上来看,国民党政府后来确如施氏理

论所言,走出了种种“迷思”,通过反省自身、整顿腐败、土地改革、发展经济而走上自新与进步之路.
而且,似乎与前述所有事实和逻辑都悖谬的一点:«苏俄在中国»本身其实也是国民党的一部自我反

省之作.

[责任编辑　扬　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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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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